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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虽然在筑城创始人的传说版本中，有黄帝一说，《尸子》曰:“黄帝作合宫”。《白虎通》(佚文):“黄帝作宫室避寒暑，此宫
屋之始也。”此外尚有黄帝“邑于涿鹿之阿，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师兵为营卫”。(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)显然，当时城郭尚未
成形。总体而言，对创建城郭的始祖，学术界共识性观点是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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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我国的城市传统理念、知识、技术在“名”“形”上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中国式认知和实践，
契合农耕文明和农业伦理，是“国家—家国”之天下观的有形遗续。在当前的城镇化建设中，应当更多
地采用、采纳、采借我国传统的城市智慧、知识、经验和技术，使之更具“中国特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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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世界上的城市建制也像政治性“话语权力”一样在全球漫延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，
任何城市建制都具有自己的脉络血统和传承方式。西方特别是欧洲城市建制的传统与其早期形态
为“城市国家”(city-state)，即国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而建设。城市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，成了严
格意义上的“城邦”(polis)［1］(33 ～ 34)。
一、城郭之形
我国古代的王城建制实为国之首要大事。因此，建城立都需要承天道，应鬼神，是为“说命”
也。在传世古文《尚书·说命》中，就有“惟说命总百官，乃进于王曰:‘呜呼!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
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。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’”。与之相关的文献《墨子·尚同》中，先
王之书《相年》之道曰:“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后君公，否用泰也;轻大夫师长，否用佚也，维辨使治天
均。”说的是古人建设国都，需告上帝鬼神，以立正长也;建国立都不是为了高其爵，厚其禄，而是为
万民兴利除害，安平治乱［2］。换言之，在古代，建设城郭是一件至为神圣之事，它涉及建国立基，安
邦长治，正名昭世，因此需要上告天帝鬼神，以示凭照。
值得特别言说的是，我国的城郭建制与水有关。开基祖为鲧，鲧是夏禹的父亲，父子皆为治水
英雄，只是因为鲧的治水方式不得当(围堵)而被天帝所杀，但他却为历史留下了营造城郭的模范，
开创了城郭建制①。这一说法出自《世本·作篇》之“鲧作城郭”。《世本》张澎补注转引《吴越春
秋》:“鲧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守民。”《吴越春秋》还说:“尧听四岳之言，用鲧修水，鲧曰:帝遭天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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厥黎不康，乃筑城造郭，以为固国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言:“夏鲧作三仞之城。”但西晋的张华在
《博物志》中把夏禹说成是开始造城之人。可记忆的环城创作是在夏代，除了可商榷的王城是“奴
隶制国家的诞生和阶级社会开始的标志”外［3］(3)，水与城则是一个实在的原因，关于这一点，许多
材料可以证明，比如古代商城［4］(70)，商代早期的河南郑州建造的城，规模已经很大，其城墙很厚，剖
面呈梯形，分层、分段用黄土夯筑，这种带坡度的形式是防水的常用形式。有学者认为，城郭建造的
功能与其说是为了防御敌人，不如说是为了防水，而后来用以防御敌人的城墙就建成陡直的
了［5］(311 ～ 312)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曰:“灵王二十二年(公元前 550 年)，榖、洛斗，将毁王宫，王欲壅之。
太子晋谏曰:‘不可……’王卒壅之。”榖水与洛水相冲击，有破坏周王宫的危险，这里所说王宫，应
在榖水注入洛水处［6］(17)。由此可知王城营建与水之间的关系，即使是后来产生的“隍”，也围绕着
水。在我国，有城必有城隍神［7］(12)，而“城隍”的意义在于“城”与“池”(隍)［8］(27)。
至于形制，早在周代，“城郭”(囗、國)的营造以“囗”为形，可见，“国家”彰显的是以一个具体
城郭为中心的“天下观”。我国大量城郭遗址所提供的形制表明，“城”与“郭”是一个二合一的整
体。梁思成认为，《史记·周公世家》所载，成王之时，周公“复营洛邑，如武王之意”，此为我国史籍
中关于都市设计最古之实录［9］(18)。天子都城之制为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经
涂九轨。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，市朝一夫”［10］(1663 ～ 1664)。盖三代以降，我国都市设计已采取方形城
郭，正角交叉街道之方式［9］(18)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的开句便是“惟王建国”，而“城市”文化遗产亦有
其源头，并形成传统，从《考工记》一直沿袭至北京城的建制。北京皇城的建制基本上是按照《周礼
·考工记》的王城规划理念设计的。首先，“择中”立宫，对称布局，确立一条南北中心线作为王城
的中轴。其次是“前朝后市，左祖右社”的布局。今天北京城的商业街在后(海子桥一带)，太庙在
左(东)，社稷坛在右(西)。第三，城中有城，如内城和外城仍然是古代“城郭”的形制，城中之城为
皇城，皇城城墙名萧墙。第四，布置城门。《考工记》中有“旁三门”，这在北京皇城有点变化，即北
城墙改为二门。第五是经纬垂直的道路［11］(12)。比如北京后城的社稷坛①依据周礼“左祖右社”之
制，布置在皇宫之右(西)［11］(39)。
有城市必有城墙，城墙作为城市防御的基本功能。比如从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城西城东郭、城
市正方向朝东的布局模式，转变为东汉洛阳的内城外郭、城市正方向为南的布局模式［12］［13］(35 ～ 38)。
古代的城市和城郭具有防护功能，这大抵是世界城市文明所具有的共性，许多王城具备“王国”的
性质也较为普遍，但我国的城市有自己的文化逻辑。依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所描绘“国(國)”的模
型，即以“國”字为基型，或是域、國的本字，甲骨文 (戈，武力)，保卫 (囗即城)，强调城郭的
防御与保卫。金文 意同，指“囗”“城”。既然“城郭”即“城国”，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征战与
防御也就成为一事之两面。“城”，金文 ，字形构造为 ，代表“郭”，即环绕村邑的护墙，加上 ，即
城，意为用武力保护都邑的郭墙。金文 ，即“土” (代表墙，夯土)，(城墙)。《说文》释:“城，以
盛民也。从土从成，成亦声。”表示以土墙垒起来的，用于保护君王和民众的地方。《礼记·礼运》:
“城郭沟池以为固。”我国古代的城市也称城邑，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:“邑曰筑，都曰城。”《史记
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:“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。”［14］(89)城墙就是早期国家的边界。
我国古代城市作为政治中心，历来以“城—郊—野”为模范。陈梦家根据卜辞对商邑的诸多记
录，绘制了西周以城邑为中心的关系图(如图 1 所示)。在这个关系图中，A指商之大邑，即商都王
城，B指王城外郊的“奠”，《说文》释，“置祭也”，主要为祭祀之地。窃以为，它与后来所说的“郊”
(郊礼)或有关联，原义也为祭祀之处。C、D、E大致为围绕在商周围的广大乡野和邻国、方国、“敌
方”等［15］(32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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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社稷坛祭祀的是太社和太稷之神。“社”代表土地，“稷”代表农业。土地和农业是国家之本，“社稷”代表国家。
图 1:西周城市关系图及其释义
张光直认为，“中国初期的城市，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，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”［16］(33)，所以，
我国古代的城市形制是由内城(城)和外城(郭)两部分构成的主体，“城”与“郭”的功能不同，前者
为“卫君”的宫城，后者是“守民”的郭城。根据考古材料可知，我国早期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偃
师商城遗址即现雏形［17］(126)，而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古都之一———洛阳城遗址则完全依照城郭制建
造［17］(177)。如果按照新公布的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中的石城来看，这座距今 4 300 年的古城，内城、
外城的总面积达 400 万平方米，被认为是“中国目前已知最大的史前城池”［18］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古
代的政治地理学中，最具有形制传统的文化遗产就是城市遗产。
二、城之名实
中华文明与城郭文明存在着剪不断的关系。从可知的文化史源头追溯，必先以“圣王”开基，
“圣王”必有“城郭”。本质上说，城市尤其是王城、皇城、都城［19］(112)，当然也包括城邦、城郭、城邑
等不同的称谓和形制，都是“王治天下”的中心符号，属于遗产政治学。
我国的城郭文化遗产类型属于农耕文明。从我国史前考古资料所提供的信息来看，古代的氏
族聚落遗址就已经出现了农耕和水利灌溉体系的城郭遗址。在城头山古城遗址，发现有夯筑的城
门、门道，城内有人工夯筑的土台，台上有近似方形的建筑基址。另有遗迹表明，城内修建有水塘、
排水沟、居住区、祭坛、制陶作坊，以及水稻田和灌溉系统［20］(6)。这在商代卜辞中就有大量记录，其
中不少涉及田猎，且与我们今天观念中的“农田”并不一致，而是包括了田地、丘陵的广大区
域［15］(255 ～ 264)。在《周礼》的王城建制中，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与农耕田作之间的紧密关
联。具体地说，城郭的营建无不以井田之秩序和格局为模本。“国”“囗”“國”“廓”“郭”“或”的形
制都是方形(长方形)，与传统农耕作业的井田制相互配合。《考工记》述之甚详。
匠人为沟洫，耜广为五寸，二耜为耦，一耦之伐，广尺，深尺，谓之畎;田首倍之，广二尺
深二尺，谓之遂。九夫为井，井间广四尺，深四尺，谓之沟;方十里为成，成间广八尺，深八
尺，谓之洫;方百里为同，同间广二寻，深二仞，谓之浍。［10］(1673 ～ 1674)
城之经营与农业耕作为“国家”统筹的大事。“国”之营建与经营，以井田之制为据。疏云:“井
田之法，畎纵遂横，沟纵洫横，浍纵自然川横。其夫间纵者，分夫间之界耳。无遂，其遂注沟，沟注入
洫，洫注入浍，浍注自然入川。此图略举一成于一角，以三隅反之，一同可见矣。”［10］(1675)中华文明
最突出的特点是农耕文明，这也决定了“国”的性质。这是与西方早期城市“王国”的不同之处。
而与农业伦理相配合的是宗法制传统，所以，在我国的城市传统中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宗族
分支因素。中国古代的“城邑”(大致以宗族分支和传承为原则)和“城郭”(大致以王城的建筑形
制为原则)共同形成了古代中国式的“城市模式”。换言之，中国传统的村落与城邑都与宗族分支
有关，村落分散，主事农耕，城邑集中，主事政治。不少学者认为用“城邑制”概念来概括我国古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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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城郭形制更为恰当，因为“中国的早期城邑，作为政治、宗教、文化和权力的中心是十分显著的，
而商品集散功能并不突出，为此，可称之为城邑国家或都邑国家文明”［21］(8)。邑，甲骨文
(囗，四面围墙的聚居区); (人)，表示众人的聚居区，本义是人民居住在有围墙的城郭中，金文 、
篆文 承续甲骨文字形。《说文》释:“邑，国也。”《尔雅》曰:“邑外谓之郊。”张光直说:“甲骨文中的
‘作邑’卜辞与《诗经·绵》等文献资料都清楚地表明，古代城邑的建造乃政治行为的表现，而不是
聚落自然成长的结果。这种特性便决定了聚落布局的规则性。”［16］(33)中国古代的城邑还与先王制
度中的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有尊卑高下的差异，所管辖的地域有大小之别。周代城郭的等级，大体可分
为三类:一是周王都城(称为“王城”或“国”);二是诸侯封国都城;三是宗室或卿大夫的封地都邑。
城墙是我国城郭营造中至为重要的部分，其主要修建方式是夯土。张光直根据考古材料作了
如下评述。
中原文化史再往上推便是二里头文化。依据已发表的资料来看，这一期的遗址中还
没有时代清楚无疑的夯土城墙的发现，但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曾发现了东西长 108 米、南
北宽 100 米的一座正南北向的夯土台基，依其大小和由柱洞所见的堂、庑、庭、门的排列，
说它是一座宫殿式的建筑，是合理的。这个基址的附近还发现了若干大小不等的其他夯
土台基，用石板和卵石铺的路，陶质排水管，可见这是一群规模宏大的建筑［16］(40)。
关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城墙以夯土为基本的方式，似已无争议，考古材料和现存实况足以说明。
三、城郭与天象
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认知性文化遗产，也是中国式宇宙观的鲜活表
述，并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。比如《周易》，从大的方面上说，就是以天象配合人事，即“以星象来比
附人事，用人事来润色星象，使星象人格化，从而使星象和人事浑然一体，达到了难以分辨的地
步”［22］(35)。而“天人合一”的原则在古代城郭建制中集中地表现为中国式宇宙观，尤以时空制度为
呈现特点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开篇“夏纪”之首句“禹都阳城”。《礼记·缁衣》正义案:《汉书·地理
志》注:“臣瓒曰:《世本》禹都阳城，《汲都古文》亦云居之，不居阳翟也。”阮元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
引齐召南说:“‘咸阳’当作‘阳城’”，据改。《存真》作“禹都阳城”。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》作“居阳
城”可证［23］(1)。接下来的是“《纪年》曰:禹立四十五年。”这其实涉及中国的宇宙观，即从空间和时
间开始。王城都邑也就成为历代王朝开始的象征，无论是续用旧都，还是迁居新城，皆以都邑和
“纪年”“帝号”“皇历”开始，而纪时(历法)源自对天象的认识。
如上所述，城郭(國、囗)以“方形”为基型。这与中国自古的“八方九野”①之说有关。殷商时
期的四方方位已成惯习，其依据是顺着太阳转向的次序，即东南西北，或偶用逆序东北西南。“四
方”的方位制度对于城郭建设至关重要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开宗明义地说:“惟王建国。辨方正位，
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”所谓“辨方正位”，即营城建都的第一步，这一特殊的方位形制源
自天象物候，包括十二月各表一个方向，以及二十四节气的轮转等［24］(41 ～ 44)。这些在《尚书》《周
礼》《吕氏春秋》《礼记》《淮南子》等古代典籍中皆有记载。
王城契合“天圆地方”，即与天地、乾坤配合。较为突出的是时间与方位，二者在宇宙观中是并
置的，自然也会完整地体现在都城的营建中。这样的王城形制几乎沿袭至清朝。
历法与城建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，尤以日月运行为据。
这种历法通过季节的周转，以及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实际相位，来安排一个理想的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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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所谓“九野”，指“中央曰钧天，其星角、亢、氐。东方曰苍天，其星房、心、尾。东北曰变天，其星箕、斗、牵牛。北方曰玄天，
其星须女、虚、危、营室。西北方曰幽天，其星东壁、奎、娄。西方曰颢天，其星胃、昴、毕。西南方曰朱天，其星觜、巂、参、
东井。南方曰炎天，其星舆鬼、栁、七星。东南方曰阳天，其星张翼、轸”。(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)
为模型的皇宫或城市，这便被称之为“明堂”。都城和皇宫便以这种理想的设计为模型来
建造。这一核心概念也反映在坟茔、居所以及庙宇这类重要的建筑物上。所以，帝国的历
法是以宫殿南门为新的开始，作为保护者的皇帝，则要面南背北。并且，对于“天下”的南
方而言，其位于气之原始之处。［25］(34)
无论是王宫都城，还是其他类型的城市，以“天”为参照的纪时、辨方等都体现于宅居的营造建
筑技术之中，遵循着“天人合一”的原则。
四、结 语
有些西方学者以西方的城市经验套用于我国，比如提出中国的“中世纪城市革命”［13］(66 ～ 67)。
中国的历史没有“中世纪”之谓，自然也不会有什么“中世纪城市”。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，我国古
代的城郭建制一以贯之，从黄帝时代一直承续到清代，从未中断。今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需要顺之
理，承其范。西方的城市模型或可借鉴，但却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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